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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當代紀錄片研究領域，呂新雨提出的「新紀錄運動」理論影響深廣。

本文提出，這種理論解釋與歷史事實未必符合，不僅基本觀點可能有嚴重錯誤，

其研究方法、理論取向也可能存在顯著偏差。為了說明這些問題，本文以呂新雨

對紀錄片概念的基本理解為起點，比較系統地論述了該理論在多個不同層面可能

存在的問題，追溯了隱藏在這些問題背後的方法論根源，並對中國當代紀錄片的

歷史發展提出了另外一種替代性的解釋路徑。

關鍵詞：中國紀錄片　「新紀錄運動」　意識形態決定論　歷史發展斷裂說

　　　　盲目作者論

回顧中國當代紀錄片的歷史，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或許是最為引人注

目的一段。這期間中國紀錄片變化之巨，堪稱空前。著名中國學者呂新雨在

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撰寫了一系列文章，2003年出版了《紀錄中國：當

代中國新紀錄運動》一書，詳細闡述了「新紀錄運動」的概念，以此統攝其對這

段歷史的解讀。在她看來，以吳文光《流浪北京》（1990）的誕生為標誌，一場

以不同於官方的意識形態訴求為核心的紀錄片「運動」在中國出現，這場「運

動」既包含了獨立製作的紀錄片，也包含了同一時期部分官方電視媒體製作和

播出的紀錄片，如中央電視台與日本東京廣播公司（TBS）共同攝製的《望長城》

（1991）、央視紀錄片欄目《生活空間》（1993-2001）等。這些作品一反1980年

代體現國家意志的專題片的做法，轉以「純觀察」和「直接電影」手法表現過去

一直被忽略的「民間社會」，「自下而上地關注中國的現實」1；從歷史角度看， 

「從專題片到新紀錄運動，兩者之間是斷裂的，無法銜接」2。這些內容構成

了「新紀錄運動」理論的核心。

2010年，呂新雨與英國學者裴開瑞（Chris Berry）等人一起編輯出版了被

稱作「第一部致力於研究這一類型影片〔新紀錄片〕的英文著作」3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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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學術論文 新紀錄片運動：為公眾紀錄》（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列在該論文集最顯著位置的，是呂新雨的〈中國新紀

錄運動再思考：介入社會〉（“Rethinking China’s New Documentary Movement: 

Engagement with the Social”，以下簡稱〈再思考〉）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呂新

雨重申了《紀錄中國》一書所提出的基本觀點，同時也對部分議題做了進一步

的闡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以1990年代中期為界，將這場「運動」劃分

成兩個不同的階段，斷言直至其寫作當下，這場「運動」依然在繼續4。

無論在國內外，「新紀錄運動」理論都獲得了廣泛的認可。筆者日前曾對

「中國知網」收錄的文章做過統計，用到「新紀錄運動」這一詞彙的文章超過千

篇，將其設定為關鍵詞的有七十多篇，直接以「新紀錄運動」作為標題的達

三十餘篇（包括博士、碩士論文），反駁、批評這一理論的文章基本沒有。一

個最新的例子是，就在撰寫本文之時，有學界同仁邀請筆者為一本紀錄片教

材撰寫部分章節，瀏覽對方提供的目錄後，筆者發現其中就有一章專門論述

「新紀錄運動」。顯而易見，在很多人那裏，「新紀錄運動」理論已經固化為一

種對中國當代紀錄片歷史的標準敍述。

與國內比較，「新紀錄運動」理論在西方的影響要來得更大。雖然西方學

者在1990年代就有對中國紀錄片的零星討論5，但總體而言，中國紀錄片研

究作為一股潮流始於2003年，即「有關這一話題〔中國獨立紀錄片〕最具權威

性的中文著作」6《紀錄中國》出版之後。這當然不是巧合。瀏覽過去十幾年出

版的相關英文著述，「新紀錄運動」理論儼然成了西方學者理解、討論中國紀

錄片時最重要的理論資源。舉例來說，在2005年出版的《當代中國文化百科全

書》（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中，「新紀錄運動」被列為正 

式詞條；在2012年出版的《中國電影指南》（A Companion to Chinese Cinema）

「新紀錄運動」理論儼然成了西方學者理解、討論中國紀錄片時最重要的理論資源。（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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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一一篇討論中國紀錄片的文章相當完整地援引了「新紀錄運動」理論的

有關描述7。毫不誇張地說，正是「新紀錄運動」理論為西方學者提供了認識、 

理解中國當代紀錄片的基本框架8。

儘管該理論已為中外學界廣泛接受，批評的聲音卻也不是沒有，有些人

對該理論的某些局部觀點提出商榷，有些人則完全否定「運動」的存在。例如

被呂新雨視作該「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的導演段錦川，便不承認「運動」的存 

在9。在2002年由央視等單位舉辦的「中國電視紀錄片二十周年回顧」研討會

上，部分專家、學者當面質疑了呂新雨提出的以「新紀錄運動」為核心的歷史

描述；在這次會議之後，呂新雨專門撰文〈紀錄片的歷史與歷史的紀錄——當

前中國紀錄片發展的兩個理論問題〉，重申自己的立場bk，但當時持相反立場

的人並沒有在理論上對其做出進一步的回應bl。此後十餘年，類似上述對「新

紀錄運動」理論所作直接的質疑、批評在中文學界雖然已不復得見，但一直還

是有一批學者在小心地規避「新紀錄運動」這個概念，似乎在以「無視」作為另

一種回應。

此外，部分學者也對這個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張英進早在2004年

就指出：「以『運動』一詞來描述1990年代中國獨立紀錄片或許是過於強烈了。

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參與者數量之有限，其代表作品並不為公眾所知，而且

事實上並沒有對國內一般觀眾帶來甚麼衝擊，這一點就更明顯了。」bm與張英

進類似，柏右銘（Yomi Braester）也認為：「新紀錄片創作者從來沒有形成一個

協調一致的群體，也沒有與之相伴的宣言或原則規範。這個含義上的電影運

動從未形成。」bn除了關於「運動」的有無，一些學者對這一理論的其他論斷也

做了批評和修正，比如張真對呂新雨關於中國紀錄片政治性的整體概括提出

了異議，羅賓遜（Luke Robinson）亦對「運動」的美學起源作出了與呂新雨不同

的解釋，等等bo。他們的討論對我們重新檢視「新紀錄運動」理論、重新認識

中國當代紀錄片歷史都有啟發。

「新紀錄運動」理論所涉及的不僅是「運動」本身，實際上這一理論所提供

和展示的是對過去四十年中國紀錄片歷史的一種系統解讀，其中既涉及歷史

分期，也涉及對不同時期紀錄片政治、美學屬性的解釋和概括，以及這一時

間段內紀錄片政治、美學的變遷軌迹，乃至這些變遷背後的影響因素、動力

來源等。判斷「運動」存在與否是一個問題，理清其背後存在的以上因素是另

一個問題。當下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雖然有人質疑「新紀錄運動」理論的

某些說法，也有人徹底否定「運動」的存在，但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卻又同時主

動擁抱「新紀錄運動」理論一些更基礎的立場、判斷。譬如，「新紀錄運動」理

論所建立的基本歷史範式，即1980年代與1990年代之間的「斷裂」、「無法銜

接」，亦即後文將會談到的「歷史發展斷裂說」，成了幾乎所有西方學者進行相

關討論時的基本預設。本文嘗試重新考察、梳理支撐「新紀錄運動」概念的那

些具體的歷史描述、理論推演和基本結論，解析「新紀錄運動」理論的立場、

觀點、方法，揭示該理論可能存在的錯誤。在這個過程中，筆者不可避免地

也會相應提出自己對相關議題的判斷，特別是在結論部分提出一個在個人看

來更為有效的、替代性的解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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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論文 或許應該提醒的是，本文的核心目的並不在於充分、完整地呈現一個不

同於「新紀錄運動」理論的新的歷史圖景——不在於立新，而在於全面、深入

地批評「新紀錄運動」理論本身——在於破舊。本文甚至不尋求回答1990年代

是不是真的發生過一場紀錄片「運動」，但一定會回答呂新雨所描述的「新紀錄

運動」到底是不是真的合乎事實。破舊是一種鋪墊、一種準備，它本身不是目

的，立新才是。從這個角度看，本文的全部討論也僅僅屬某種階段性的工

作，它在功能上要服務於為中國當代紀錄片建立新的歷史闡釋框架這個總體

任務。

一　紀錄片概念與「意識形態決定論」

呂新雨對紀錄片概念有自己獨特的理解，這種理解既決定了她思考中國

當代紀錄片歷史時所選擇的基本視角，也預先決定了她對這段歷史最終的結

論。在考察「新紀錄運動」這個概念之前，或者說在反思呂新雨對中國當代紀

錄片歷史的描述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她對紀錄片的基本認識。和當

時乃至現在很多的紀錄片研究者一樣，她通過對1990年代初期興起的紀實風

格的紀錄片與傳統的說教風格的專題片進行對比分析，在二者之間有限的區

別中尋找界定紀錄片的依據。但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她所說的對立主要指的

是二者在意識形態、社會功能上的分野，而二者在形式、風格上的區別則被

忽略bp：

專題片是國家電視台的行為，往往是國家電視台作為它的一種社會「責

任」，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功能的體現，是自上而下對中國社會的一種描

述。但是，紀錄片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探討。⋯⋯紀錄片的很大作用

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補充和開發，它使得一些非主流的人員、邊緣的人

群，他們的存在有可能進入歷史。

呂新雨反覆強調，專題片屬國家話語形式，體現的是國家意志和主流意識形

態，而紀錄片則是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獲得意義，獨立的思想、獨立的意志

是紀錄片之所以成為紀錄片的根本。意識形態上的分野決定了紀錄片、專題

片各自的身份和二者之間的對立關係，美學選擇此時已經無足輕重：「紀錄片

和專題片可以在創作手法上毫無區別，它可以用訪談，也可以不用；可以用

直接電影的方法，也可以用真實電影的方法。我不認為紀錄片在創作手法上

和專題片能有多大區別。」bq

按照這種思路來看，形式充其量不過是一件外衣，一種對主題、內容的

表面裝點。這種觀點當然是值得商榷的。在紀錄片表達中，特定的內容必然

要求特定的美學支撐，而美學上的選擇也會直接影響到內容的處理和影片最

終的傳播效果。就像美國學者雷諾夫（Michael Renov）所說的：「無論影片要創

造哪一種含義，形式始終都是必經之途。它決定了觀眾對作品所傳達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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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行為，也決定了作品最終是否能夠感動和改變觀眾。」br換言之，美學問

題不僅僅是美學問題，它背後隱藏的就是政治問題。為了強調作品的政治性

而忽略掉美學，並不是明智之舉。

在呂新雨的理論體系中，形式問題雖然被輕視，但卻並非完全缺席，當

然也不可能完全缺席。實際上，在她對中國當代紀錄片歷史每一階段的討論

中，美學問題始終都在場，只不過具體論述始終給人一種隨意、粗疏之感。

無論是關於紀實主義美學起源的論述bs，還是對「運動」的兩個階段美學特徵

的概括，抑或對相關美學變化背後動因的解釋，莫不如此。按照呂新雨的解

釋，「新紀錄運動」以1990年代中期為界，分成兩個不同階段。就美學形式而

言，第一階段的特徵是紀實主義，以「純觀察」和「直接電影」（或稱觀察式

[observational]紀錄片）為主bt；第二階段以表演式（performative）紀錄片和自

反式（reflexive）紀錄片為主ck。就第一階段而言，呂新雨似乎沒有注意到，

1990年代初本不存在「純觀察」和「直接電影」，恰恰相反，此時中國紀錄片並

不忌憚創作者主體性的凸顯，它承認、甚至主動強化創作者自身在影片中的

形象、聲音、態度、觀念、行為。譬如在1991年的《望長城》中，主持人成了

「一支振動生活的鼓槌」cl，其在鏡頭前的活動構成了影片主要的敍事動力。

從概念上說，這不是「純觀察」和「直接電影」，而是「真實電影」（或稱參與式

[participatory]紀錄片）。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段錦川和張元的《廣場》（1994）、

段錦川的《八廓南街16號》（1996）、康建寧的《陰陽》（1997）為代表的紀錄片

陸續面世，「純觀察」和「直接電影」才真正出現。此時創作者的主體性被最大

程度地驅逐，創作者的形象、聲音（包括採訪），全部都被抹去了。但在呂新

雨的眼中，這一轉變似乎從未發生，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剖析這一轉變背後的

政治含義。除此之外，就其所謂第二階段而言，呂新雨的描述也與事實相

悖。1990年代末以來，不是表演式或自反式，而是重新興起的參與式紀錄片

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展開討論。

這種剝離了形式、風格，忽略了作品的具體構成，以意識形態作為理論

概括、歷史描述的核心依據，甚至是唯一依據的立場、方法帶有明顯的「意識

形態決定論」色彩。但是，在具體作品中，很多時候意識形態並不是像地上的

石頭一樣，赫然在目，相反，它的存在常常都是隱隱約約、斷斷續續、似有

似無、若即若離。面對同一部作品、同一段情節，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 

對其意識形態含義的判斷可能並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比如被視作「運動」

起點的《流浪北京》，很多學者和呂新雨一樣，將其視為高度政治化的作品。

像最早關注中國紀錄片的西方學者之一雷納德（Bérénice Reynaud）就認為， 

《流浪北京》中主人公之一張夏萍在鏡頭前精神崩潰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

「餘震」cm；另一位學者拉爾森（Ernest Larsen）則認為，影片緩慢的情節發展是

導演對當時政治事件突發性的一種「對位處理」（counterpoint），影片聲軌上經

常出現的沉默讓人聯想到天安門廣場上坦克車的隆隆聲cn。但在筆者看來，

這些評論恐怕都是早有學者指出的西方知識份子的某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m）

思想傾向的表現co。對於一般的中國觀眾來說，做出類似這樣的解讀恐怕是

很困難的。事實上，愛德華茲（Dan Edwards）最近對《流浪北京》的重新評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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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學術論文 來得更為客觀：「《流浪北京》是一部政治上非常謹慎的作品，其對中國人生活

的描述可以說是小心翼翼。」cp由於對紀錄片意識形態含義所做解讀可能存在

的這種多樣性，有時候甚至是任意性，任何完全奠基於「新紀錄運動」理論上

的分析或推演都必然面臨巨大的風險。不幸的是，恰恰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

決定論」，構成了呂新雨「新紀錄運動」理論的內核。

二　二元對立與「歷史發展斷裂說」

徹底剝離了形式、風格，主題思想、意識形態成了唯一存在的理論範式， 

必然帶來一種獨特的歷史景觀。由於呂新雨相信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出

現的新紀錄片與傳統的、作為政治附庸的專題片之間，在意識形態上存在着

顯著的差異，甚至完全的對立，就像上世紀初中國新文化運動中，胡適「一棒

把『中國文學』打成『文言』、『白話』兩大段」一樣cq，呂新雨據此也把中國當

代紀錄片歷史「一刀兩斷」——一個階段是專題片，一個階段是「新紀錄運動」， 

它們分屬「兩種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話語體系」cr。如前所述，她非常明確地

斷言，「從專題片到新紀錄運動，兩者之間是斷裂的，無法銜接」。這是「新紀

錄運動」理論對中國當代紀錄片歷史一個最基本的判斷。

正如胡適以「白話」與「文言」的對抗來描述中國文學史，呂新雨認為，正

是紀錄片對專題片的反叛，促成了「新紀錄運動」的發生和發展。在具體論述

過程中，胡適採用了一系列的二元對立的概念，比如上層／下層、貴族／平民、 

模仿／創造、死文學／活文學等cs。呂新雨的論述方式也與此類似，她所選擇

的是官方／民間、體制內／體制外、主流意識形態／獨立意識形態、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國家話語／個人話語等一系列對立項。

在理論研究中，二元對立的思想方法當然非常重要。有學者稱它符合人

腦整理符號世界的基本特徵ct，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們在解決實際問題

的時候卻要注意，不應對這些對立的概念做過於簡單、絕對的理解。比如官

方媒體在運作過程中，其本身就存在着不同文化成份、不同社會力量、不同

政治權力之間的複雜互動，有摩擦、有對立、有衝突，但同時也有滲透、有

妥協、有轉化、有合作。這使得不同時期、不同機構甚至不同個人主導的媒

介產品，即使是官方出品，在意識形態屬性上也未必整齊劃一，反而有可能

呈現出多種不同的色彩。

呂新雨把1990年代部分官方製作的紀錄片，特別是《望長城》和《生活空

間》欄目，有限度地納入到「新紀錄運動」中，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她在這一問題

上表現的靈活性。但對於1980年代的紀錄片，她的判斷則是鐵板一塊——完

全是官方的政治宣傳，這又表明了她的不一致。實際上，與1978年改革開放

前高度政治化的作品相比，1980年代初官方媒體攝製的紀錄片已經歷去政治

化的過程。這一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是一批以「山河路道」為主題的作品，比如

《絲綢之路》（1980）、《話說長江》（1983）、《話說運河》（1986）等dk，雖然依然

不乏「社稷崇拜」色彩，但其政治說教含義已經大為淡化。而到了後來引發萬

c173-201809014.indd   80 19年6月3日   下午3:33



	中國「新紀錄運	 81	

	動」理論獻疑	

人空巷的《河殤》（1988），我們從中已經可以看到某種再政治化的趨勢，而值

得注意的是，此時它在政治取向上已經與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有了重要分別。 

如果考慮到從某種意義上說，包括《流浪北京》、時間和陳爵的《天安門》（1991） 

在內的第一批所謂「獨立紀錄片」其實都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由央視項目轉化而

來的「副產品」的話，那麼央視紀錄片此時這種再政治化的趨向似乎就更易理

解了dl。這樣看來，「新紀錄運動」理論把1980年代官方製作的作品統一貼上

一個「官方意識形態」或「主流意識形態」的標籤，是不是有些簡單化？

呂新雨提出1990年後「新紀錄運動」的核心特徵在於其獨立的「意識形態承 

諾」dm，似乎同樣值得商榷。回看1990年代中期「運動」的代表性作品，我們

可以發現，意識形態上的模糊性是它們共同的特徵。舉例來說，按呂新雨的說

法，「新紀錄運動」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段錦川的《八廓南街16號》 

和康建寧的《陰陽》。就《八廓南街16號》來說，它「在整體上是理性的和分析

的：對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進行分析」dn。那麼這種分析的結果是甚麼呢？呂

新雨並沒有明確說明。對於普通觀眾，要想對其進行清晰的確認，非常困難。 

有學者曾經提到，這部紀錄片在美國放映的時候，「有人認為是在做讚美性的

宣傳，也有人在別處說是看到了無所不在的社會控制」do。影片的確呈現了一

定的社會控制，但其背後的意識形態訴求是甚麼？值得一提的是，這部作品

的壓縮版曾在央視播出，這似乎再次驗證了它在意識形態立場上的模糊性。

《陰陽》的這種特徵恐怕就更加明顯，這部同樣經剪輯後在央視播出的作品更

像是一部人類學紀錄片，從中幾乎看不到明確的社會政治訴求。此外，雖然

被呂新雨視作「運動」主要代表人物的段錦川和蔣樾並非央視導演，但他們與

央視始終保持經常性的合作，甚至從1998年開始就合作成立了「北京川林樾影

視諮詢有限公司」dp，而央視則是其主要合作夥伴之一。

前文討論呂新雨有關「新紀錄運動」第一階段美學形態的論述時，筆者曾

提到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發生的從參與模式向觀察模式的轉化。這種轉化意

味着創作者主體性的主動消隱，不可能不影響到作品的政治性。裴開瑞是西

方學者中罕見的對「新紀錄運動」政治性持保留態度的學者，雖然他也擁抱「新

紀錄運動」的概念。與呂新雨相反，他認為「對中國紀錄片創作者而言，介入

社會、介入政治從來都不是一個選項」dq。在他看來，正是由於創作者對解

說、採訪、配樂或其他闡釋手段的放棄，最終導致了政治性的弱化：「〔紀錄

片〕放棄了向觀眾就拍攝內容提出任何的看法。影片創作者只是把我們置於他

或她的位置上，當事件發生時，站在那裏做當下的觀察。⋯⋯儘管影片創作

者在跟拍他們的對象，我們卻總是無法獲得任何有關社會狀況變化或問題如

何解決的特定信息。」dr這種看法與加拿大學者吳沃（Thomas Waugh）在1970年 

代對「直接電影」的批判如出一轍，即對創作者主體性的驅逐，導致了「表意模

糊不清」和政治訴求的喪失ds。

當然，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語境下，模糊政治立場本身也可能是一種鮮明

的政治姿態，對創作者而言也需要十足的勇氣和智慧。然而，1990年代中、

後期顯然不存在這樣的語境，在類似《八廓南街16號》、《陰陽》之類的作品中

尋找強烈的政治訴求，可能只是評論家的一廂情願。概言之，「新紀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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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既錯誤地評估1980年代——這個階段並非簡單的「政治宣教」所能概括，又錯

誤地描述1990年代——這也不是一個「新紀錄運動」理論所說的獨立意志高揚

的時代；這是一種雙重的錯誤。建立在這樣一種雙重錯誤之上的理論概括—— 

「歷史發展斷裂說」，自然難以成立。

三　「運動」的動力與「時代的力量」

上述理論範式上存在的問題除了讓呂新雨對中國當代紀錄片的歷史發展

做出了錯誤描述，同時也讓她對這種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做出了錯誤的估

計。既然當代紀錄片的發展趨勢被「一刀兩斷」，從邏輯上說，就一定有揮動

刀子的手存在。或者說，這場「運動」背後的推動力在哪裏？呂新雨的回答非

常明確：「無可迴避的是，直接催生紀錄運動的正是80年代後期中國發生的事

情。」dt此時她沿襲、拓展了定義紀錄片時採用的「意識形態決定論」思路，將

社會思潮、時代精神的因素與紀錄片領域的「新紀錄運動」分別視為前因與後

果。這種歷史描述清晰而有力，但過度簡化卻讓它與事實相去甚遠。

呂新雨對這段歷史的判斷主要來自她在1997至2000年間與十幾位導演的

訪談。這些導演中，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講述了他們個人對中國社會現實的

思考，以及如何用紀錄片的形式來傳達這種思考。比如康建寧說：「紀錄片說

來說去，還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認識、看法。」ek吳文光也曾在另外的場合說：

「我不願意以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來談，這只會混淆了紀錄片裏的東西。我 

覺得紀錄片應以社會工作者的角度來談，而不能作為藝術家的作品來談。」el

呂新雨似乎完全接受了創作者的這種修辭。當她作為理論家對創作者的這些

論述進行理論歸納的時候，就在這個方向上走得更遠em：

他們直接的動機是想揭發中國的現實問題和人的問題，關注現實，關注

人，特別是社會底層和邊緣中的人。當整個社會因為烏托邦衝動的消解

而開始犬儒化了，紀錄運動卻把理想轉化為精神的潛流灌注在一種默默

的行為上。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依然是80年代時代精神的產兒，與那種

精神有親密的血緣關係，他們是承沿那個時代的最後一批理想主義者。

簡言之，「運動所由之來的東西」，不是別的，就是這種「時代的力量」en。此

時紀錄片似乎已完全服膺於「時代意識的感召」eo，紀錄片創作者的角色似乎

也只是時代精神的領受者，紀錄片創作不再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發展規律，也

不再有自身的歷史繼承性。紀錄片似乎失去了自己的主體性，成了時代精神

的某種忠實註腳。

誠然，紀錄片的創作和歷史發展一定受到其所處社會時代的規約，但二

者不可能是簡單的、線性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紀錄片的歷史發展受到多

種不同因素的影響，比如技術設備的更新、美學觀念的嬗遞、創作管理機制

的調整、創作者個人偏好的變化等，甚至偶然性因素有時也在這個過程中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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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重要的角色ep。可以說，多種力量的綜合作用推動着紀錄片創作。剝離了

它們，只以時代精神來解釋紀錄片的發展，這樣的歷史圖景一定是不完整的， 

甚至有可能是完全錯誤的。

在前面提到的「中國電視紀錄片二十周年回顧」研討會上，央視導演周兵

曾經評論說：「我個人認為呂新雨老師在專題片和紀錄片的劃分上犯了概念性

的錯誤。⋯⋯呂新雨教授忽略了所謂的專題片也好、紀錄片也好，它是建立

在影視技術的基礎上。因為建立在影視技術的基礎上去認識這個問題，就沒

有這兩者之間的對立。」eq周兵強調影視技術，提醒呂新雨應該打破視野的局

限，把目光從形而上的意識形態，轉向形而下的創作手法上。此時，技術、

美學的維度被納入了視野。可以說，這一判斷直指「新紀錄運動」理論在方法

論上的軟肋。

詩人艾略特（T. S. Eliot）曾就詩歌創作評論說：「詩歌是自古以來一切詩歌

的有機的整體。」er此說雖然看似誇張，卻有其道理；對於紀錄片而言也沒有

不同。「新紀錄運動」理論片面強調紀錄片與專題片之間的對立，割裂了二者

之間必然存在的歷史連貫性。如果我們立足文本，對1980年代的紀錄片創作

進行考察，而不是輕率地加以拒絕，無論是主題、內容，還是形式、風格，

其與1990年代新紀錄片之間都可以建立起明確的歷史關聯。也只有在這項工

作完成後，我們才能準確地作出評價。換言之，針對「新紀錄運動」理論，我

們還要做雙重的拓展：一個是時間的拓展，我們的視野要涵蓋1970年代末以

來的歷史發展；一個是空間的拓展，我們要把被「新紀錄運動」理論實際否定

掉的「主流紀錄片」納入進來。在前文提到的研討會上，關於如何對待1980年

代也是當時爭論的一個焦點es，呂新雨認為那種肯定1980年代歷史貢獻的主

張是一種「權力話語」，其目的不過是擴張言說者自己的「光榮榜」et，在筆者

看來，這種說法是有失公允。

四　「運動」節點的問題

上述討論表明，哪怕我們和「新紀錄運動」理論家一樣，只從意識形態角

度來考察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紀錄片，其對二者各自的概括也都是可疑

的，「歷史發展斷裂說」自難以成立；此外，一旦超越「時代的力量」，回到技

術層面，把美學維度納入視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紀錄片之間就可以建

立起遠為複雜的關聯。以下筆者就「新紀錄運動」理論對「運動」的「起點」、「轉

折點」和「終點」的具體論述展開討論，這種討論將會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該理

論本身諸多難以自洽之處。

（一）「起點」問題

按照呂新雨的說法，「新紀錄運動」的起點是《流浪北京》，到蔣樾的《彼岸》 

（1995）的時候，「運動」出現了轉折，而終點則比較模糊。按照〈再思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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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的解釋，似乎目前這場「運動」還沒有停止，仍在進行當中。呂新雨曾經不止

一次強調吳文光和《流浪北京》對新紀錄片發展的重要意義，稱這部作品奠定

了「新紀錄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方向，而吳文光本人則是這場「運動」的領導

者、奠基人，其歷史地位「不可動搖」fk。很多學者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尤其

在西方，絕大多數學者都視吳文光為「新紀錄運動的發起者（initiator）」fl，甚

至還稱其為「新紀錄運動之父」fm。在筆者看來，類似的說法殊不可取。

一方面，如果從挑戰傳統官方話語的角度來看，《流浪北京》之前有引發

萬人空巷的《河殤》，之後有充滿政治反思意味的《天安門》，再往後還有直接

呈現「天安門事件」給青年學生所造成的心靈傷害的時間、王光利的《我畢業

了》（1992），而《流浪北京》裏所有的討論也不過是五位藝術家的個人生活、

個人夢想和個人遭際。影片的確真切地呈現了這些人的現實處境，但也僅限

於此；任何敏感的政治議題都沒有出現——雖然影片的拍攝、製作是從1988

到1990年，正好跨越了1989年席捲中國社會的「天安門事件」；吳文光個人對

此也有解釋，他說當時「太忙了」，沒想起來要拍這些東西fn。

另一方面，從歷史的角度看，1990年代初中國紀錄片的紀實主義美學不

是吳文光的發明，也並非單單來自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或小川紳介。

紀實主義的出現離不開此前長達十年的歷史積累，多種因素都在這個過程 

中發揮了作用。值得進一步提醒的是，紀實主義的興起是一股潮流，《流浪 

北京》不過是諸多做出同樣努力的作品中的其中一部。比如同時期的康建寧 

和高國棟的《沙與海》（1990）、王懷信的《格拉丹東兒女》（1990）、《天安門》、

《望長城》等，無一例外都採用了紀實手法。要確切地指認哪一部具體作品是

這一潮流的「起點」，恐怕是相當困難的。但如果要追問哪一部作品對1990年

代中國紀實主義的全面勃興產生了最重要的推動作用，那一定是《望長城》，

而不可能是《流浪北京》。

創辦於1989年的著名央視紀錄片欄目《地方台30分鐘》（最初定名為《地

方台50分鐘》）正好經歷了紀實主義從早期探索到走向成熟的過程。該欄目的

一位編輯在1994年回憶說：「從創作方向上說，《地方台30分鐘》是沿着以電

視專題藝術片為主體向以電視紀錄片為主體的方向過渡的。在《望長城》出現

之前，這種過渡是不自覺進行的，《望長城》之後則是在目的和方向都十分明

確的情況下完成了這個轉變。」fo在上述這段文字中，側重紀實風格的作品被

稱作「紀錄片」，而傳統的畫面配解說式的作品則被稱作「專題片」。統計數字

支持了這個判斷，通過檢索「中國知網」從1990到1995年間所有見諸文字的有

關紀錄片的討論，涉及《望長城》的文章有數百篇之多，研究者普遍認為《望長

城》完整體現了紀實主義美學的新方向fp。在被稱為「中國電視與媒介人才頂

級培訓機構」fq的北京廣播學院（2002年更名為中國傳媒大學），1994年新聞

學專業的研究生入學考試中，甚至出現了這樣一道考題：「為甚麼說系列節目

《望長城》是我國電視紀錄片發展的里程碑？」fr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流浪 

北京》此時幾乎沒有進入到學者、評論家的觀察視野。

除了具體作品的推動，學術界對紀實主義美學系統性的梳理和闡釋也對

紀實主義潮流的興起產生了重要作用。自1990年代初開始，北京廣播學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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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學者，比如鍾大年、朱羽君、楊田村、任遠等，對紀實主義進行了比較系 

統的闡述fs。可以說，中文領域紀實主義美學的理論基礎就是在那個時候打

下的。同時，各種紀錄片評獎，如全國電視文藝「星光獎」、《地方台30分鐘》

年度評獎等，也都對紀實主義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與這些因素相比 

較，既不曾在電視台播出，又沒有錄像帶發行的《流浪北京》，如何能夠「影響

了一代紀錄片」ft，又如何奠定中國當代紀錄片的發展方向呢？

（二）「轉折點」問題

呂新雨把1995年的紀錄片《彼岸》視作「新紀錄運動」的一個「分水嶺」，「運

動」因這部作品而分成了立場、視角和方法彼此不同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

如前所述，她認為第一階段的創作者是1980年代時代精神的產兒，「是承沿那

個時代的最後一批理想主義者」。他們的作品一般採用傳統的「純觀察」的手

法，關注底層，試圖自下而上地解讀中國社會。《彼岸》預示着第二階段的到

來，這一階段的創作者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gk（這個論斷當然相

當可疑），此時抵抗強權已經不是他們的首要考量，作品的社會價值、政治價

值也不再像第一階段那麼重要。這些創作者更看重的是藝術的創新，把先鋒、 

實驗精神帶入了紀錄片創作，很多作品都體現出表演式紀錄片和自反式紀錄

片的特徵。

《彼岸》記錄了一部名為《彼岸》的先鋒戲劇的排練、演出，以及演員的後

續生活。這齣戲劇的導演是牟森，演員則是他從全國招募而來的一群到北京

尋夢的年輕人。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但隨着演出的結束，演員卻變得生活

無着，不得不拋棄對「彼岸」的幻想，面對各自艱辛的生活。這部影片最初的

主題是牟森和他的戲劇創作，但在拍攝過程中，導演蔣樾卻逐漸改變了初

衷，把關注的重心轉向了這些年輕人的現實人生。在呂新雨看來，影片對這

些年輕人心中烏托邦的破滅過程的呈現，傳遞的是導演對1980年代中國知識

份子所營造的那個烏托邦的重估gl；影片視角所發生的這種變化，即從凌空

虛蹈的精英階層、精英意識到具體現實的這種轉變，表明了「新紀錄運動」在

立場、觀點和方法上的改變，即「到底層去」，「揭發中國的現實問題和人的問

題，關注現實，關注人，特別是社會底層和邊緣中的人」gm。

在呂新雨的論述中，底層立場、底層精神是「新紀錄運動」的核心特徵之 

一。除了《彼岸》之外，她還特別強調了央視《生活空間》欄目所具備的這種底

層立場和底層精神。在與《天安門》導演之一時間就後者所進行的對話中，她明

確指出：「甚麼是紀錄片精神？我覺得就是一種底層精神。」gn這個「底層精神」

具體有甚麼含義，呂新雨沒有進一步說明。依其相關論述進行推斷，「底層 

精神」似乎應該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要以底層百姓為表現對象，一是要體現出

底層百姓的真實處境。就前者來說，就像紀實主義美學不是破空而出，而是

有一個相當長的演進過程一樣，底層百姓進入中國紀錄片也不是一蹴而就，

也有一個相應的歷史過程。在1986年的《話說運河》、1990年的《沙與海》、

1991年的《望長城》中，都有對底層百姓的呈現。所以無論《生活空間》欄目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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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延長線上不同的點，難以構成

「運動」的轉折go。

呂新雨所暗示的「底層精神」

另一層含義，是真實地呈現底層

百姓的處境。她或許可以就此解

釋說，在《生活空間》和《彼岸》之 

前的那些作品雖然存在以底層百

姓為表現對象的情況，但創作者

言說的方式、角度卻未必有效呈

現出他們的真實處境，所以還是

要把《生活空間》和《彼岸》獨立出 

來視為轉折。但倘若如此，呂新

雨就需要有一個更詳細的論證 

過程，解釋清楚為甚麼《彼岸》和

《生活空間》與此前表現底層百姓

的作品比較，會有這樣的不同，

同時還要說明，為甚麼《彼岸》與

《生活空間》之間也有足夠的區別，使得《彼岸》而不是《生活空間》構成了這個

轉折。另外，還需要證明《彼岸》與後續紀錄片發展的關係，即它並非孤例，

而是對應新趨勢或新潮流的起點。這是個可能的任務嗎？

在《彼岸》的製作過程中，的確有一個拍攝對象、表現主題的轉變過程，

即從對牟森所代表的文化精英向年輕學員所代表的社會底層的轉變，但我們

不能拿這個轉變去論證和說明整個中國新紀錄片發展的變化。這是兩個不同

層面的事情，不可混為一談。就筆者個人感受而言，毫無疑問，《彼岸》是整

個1990年代最觸動人心的作品之一。但是在任何意義上，這部作品都難以構

成中國紀錄片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任何一個轉折點。

（三）「終點」問題

在2003年的《紀錄中國》一書中，呂新雨曾經暗示「新紀錄運動」在2000年 

前後已經退潮，甚至終結了。她寫到：「這些紀錄工作者們不約而同地開始宣

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我個人的行為和判斷。⋯⋯敏銳地反省和批判由

於運動而形成的模式化，並開始各自的探索，走自己的路，這既是運動完結

的標誌，也是運動結出的果實，運動的歷史任務已經實現。」gp此時「個人化」

的創作成了「運動」終結的標誌。雖然幾乎所有嚴肅的創作者都會力爭做出個

人化的表達，但呂新雨這個「個人化」概念卻非泛指個人風格的呈現，其來源

還與吳文光有關。

吳文光在1999年評論藝術家汪建偉的紀錄片創作時，曾經提出「個人化紀

錄片」的概念，指的是一種與電視台、電影廠那種「公家的」紀錄片生產完全不

2013年巴黎Shadows電影展放映蔣樾的《彼岸》。（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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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生產方式，其特點是讓紀錄片創作成了一種「『私人』活計」，「純屬個人行

為」gq。在寫作這篇評論的同一年，吳文光接受了呂新雨的專訪，他將自己當

時的紀錄片創作也描述成了這樣一種完全「個人化」的行為：「我逐步逐步做 

紀錄片，並不是我要表達對社會的思考，而是因為這是我能做的事情之一 

而已。⋯⋯這只是一種個人的東西，只是一種興趣和愛好。」gr呂新雨顯然非

常看重這篇訪談，並將其冠以標題〈個人化寫作方式——吳文光訪談〉，列為

《紀錄中國》一書的第一篇。

在〈再思考〉一文中，呂新雨改變了2003年的這個論斷，稱「個人化」並不

意味着「運動」的終結，而是「運動」進入第二階段的標誌。按照這種解釋，「新

紀錄運動」始終在延續，迄今仍未停止。呂新雨對「新紀錄運動」的界定依據本

來是她所指認的新紀錄片在意識形態上與傳統專題片的分野，但她此時所談

第二階段的特點恰恰又是對政治、社會問題的遠離和對作品藝術性的探索。

用她的話說，「中國的新紀錄運動，特別是其第二階段，採用的完全是一場先

鋒藝術的形式」gs。不難看出，此時呂新雨對「運動」第二階段的界定方式已經

違背、顛覆了其對第一階段進行界定時所依據的邏輯。一個問題不得不提出

來：此二者如何還能屬同一個「運動」？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間呈現出的這種異質性讓「新紀錄運動」的內涵變

得模糊難辨，無法捉摸。在邏輯上，此時我們已經難以再找到任何穩定的原

則或依據，為這個「運動」確定一個明確的終點。「新紀錄運動」已經成了一個

「爛尾」的術語，或者一個沒有底的筐子，甚麼都可以放進去。

五　「盲目作者論」研究方法問題

探究「新紀錄運動」理論出現如此偏差的原因，不能不談呂新雨所採用的

研究方法。呂新雨曾經說過，其所有的研究結論都來自於自己所做的田野調

查，而這種調查的主要方式就是對導演進行訪談gt。的確，通觀她對「新紀錄

運動」理論的描述，主要史實支撐幾乎全部來自導演的講述。比如她對「運動」

起點的命名，就與吳文光對《流浪北京》創作過程的描述緊密相關。在不同年

份的多次採訪中，吳文光始終強調在拍攝《流浪北京》之前，他既「從來沒有看

過一部可以稱得上叫『紀錄片』的片子」，也「不知道紀錄片是怎麼定義該怎麼

拍」，他所做的一切不過出於直覺（「完全個人方式地自由一把」）hk。他甚至

明確地說，「實際上，1988年前中國根本沒有紀錄片」hl。類似的說法顯然給

「歷史發展斷裂說」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持。不管是呂新雨還是其他很多的中外

學者，都接受了吳文光的這種說法。但實際上，這種說法並不算可靠。

要相對全面地認識《流浪北京》，不能不談到朱曉陽。朱曉陽現在是北京

大學人類學教授，當年是吳文光的同鄉、朋友、合作者，是《流浪北京》的並

列導演，只不過多年來一向不為人所知。據他介紹，他和吳文光在創作該片

時，無論是影片內容、主題，還是形式、風格，都有非常明確的參照對象。

其主題來自朱曉陽未出版的報告文學手稿《北京拉丁區》（與張慈合撰，張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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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而在形式和風格上，

則主要借鑒了由國外電視機 

構製作、已傳入中國的十二集 

系列紀錄片《龍之心》（Heart of 

the Dragon, 1985）hm。要是忽略 

了這些重要的事實，以及這些

事實所暗示的推動中國紀錄片

發展的複雜因素（就本例來說， 

至少我們可以看到1980年代的

「報告文學熱」和國外作品所產

生的推動力），僅憑導演本人

一面之詞就得出結論，顯然會

導致很多問題。

任何創作者都生活於現 

實社會中，總有各種現實性的

考慮，當他們對自己的創作進

行解釋的時候，出現誇張、渲

染、閃爍其詞、刻意引導、小心規避等種種現象，並不奇怪。1977年，前文

提到過的吳沃曾撰寫文章，批評美國紀錄片理論家巴薩姆（Richard Barsam） 

主編的一本紀錄片教材《非虛構電影理論與批評》（Nonfiction 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吳沃指出，巴薩姆在選編納粹德國女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的一篇文章時，犯了「盲目作者論」（unconsciously auteurist approach） 

的錯誤。這篇文章回憶了《奧林匹亞》（Olympia, 1938）的製作過程，但裏面卻

充斥了導演本人對自己拍攝行為的辯護。作為第一次將這篇文章譯介到英語

世界的編者巴薩姆，並未對這篇文章做任何必要的說明或提醒，就直接推薦

給學生閱讀，此舉被吳沃稱作是一種「極為不負責任的行為」。他提醒說，即

便是面對像格里爾遜（John Grierson）那樣卓越的紀錄片理論家，我們也不應對

其不加辨別地予以完全的信任hn。對「新紀錄運動」理論家來說，這是一個非

常必要的提醒。

驗證、平衡創作者說辭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展開對文本的細讀。在紀錄片

研究中，無論中外，類似「新紀錄運動」理論家這樣對紀錄片形式、風格的忽

略都不罕見。早在1980年代初，尼克爾斯（Bill Nichols）就曾指出，在紀錄片

研究領域，由於作品內容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至高的位置，對紀錄片形式、結 

構方面的關注和討論就顯得明顯不足ho。加拿大學者格蘭特（Barry K. Grant）

在1990年代初也曾評論說：「紀錄片幾乎總是被當成紀錄片來討論，而不是將

其視作電影文本進行細讀。」hp文本細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進行文

本細讀，就是要把作品與創作者相對分開，把創作者、評論家有關影片的解

釋、評論在一定程度上懸置起來，只看作品本身。此時，文本構成了一個相

對獨立的意義世界，就像生物學家解剖小麻雀一樣，研究者通過對具體文本

吳文光：《流浪北京》，DVD光盤封面。（資料圖片）

c173-201809014.indd   88 19年6月3日   下午3:33



	中國「新紀錄運	 89	

	動」理論獻疑	

的拆解和研究，破解文本內部隱藏的編碼。以文本分析為基礎，再結合創作

語境，研究者就有更大的機會反思既有的理論解釋，提出自己獨立的判斷。

六　結語

總結本文的討論，「新紀錄運動」理論所作出的基本歷史描述可能是偏頗

甚至錯誤的，其所主張的「歷史發展斷裂說」並不符合中國當代紀錄片歷史的

實際。分析這一重大理論失誤的根源，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呂新雨進行相關

闡述時，在方法論上存在的顯著偏差：在文本內部，只強調政治意識形態立

場；在外部語境，只看社會政治環境的作用。在這些偏差的背後，隱藏着研

究方法上的根本失誤——過多地依賴了部分創作者單方面的修辭，而沒有對

這段歷史做全方位的考察。比如對1980年代的作品，無論是內容、主題，還

是形式、風格，此間諸多的變化都不曾稍加留意。對促成這些發展變化的諸

多或隱或顯的複雜因素，更沒有做任何考察。無論是電視產業的急速發展，

技術設備的日新月異，還是1970年代末中國大陸恢復高考後，完整接受了高

等教育的新一代紀錄片創作者的出現，以及國際電視機構之間的合作、國外

紀錄片作品帶來的衝擊等，所有這些都不在其視野範圍。

下面這個表格將「新紀錄運動」理論與本文所主張的替代性方案的思路進

行了對比：

表1　「新紀錄運動」理論與本文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思路對比

「新紀錄運動」理論 替代性思路

歷史軌迹 「歷史發展斷裂說」 鐘擺式往復運動

理論取向 文本（text） 只強調政治維度 強調政治維度，同時也強調美
學維度

語境（context）只強調社會思潮、
時代精神的作用

強調多方面不同因素的影響

研究方法 只看重影片創作者本人的解釋 創作者的解釋與文本分析相結
合，且以文本具體構成作為判
斷主要依據

資料來源：筆者分析整理。

這一表格中部分內容在前文都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贅述，但有關中國紀錄片

歷史演進的「鐘擺式往復運動」，或許還需要做些進一步的解釋。在筆者看

來，如果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考察1949年以來中國當代紀錄片的歷史，

其運動方式很像一個鐘擺，高度的官方立場和高度獨立的消解、否定官方話

語的立場構成了這個鐘擺運動的兩極。具體說來，毛澤東時期，鐘擺處在高

度官方立場的一極，高度政治化是這一時期的特徵。從1980年的《絲綢之路》

開始，直到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鐘擺一直在向另一極點方向移動。 

最開始是個去政治化的過程，官方政治宣傳色彩逐步淡化；之後以1988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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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傳統官方話語的一極。

1993年前後到1990年代末，歷史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盪。《河殤》、《天安

門》、《我畢業了》等作品一時無兩的氣勢迅速淡化，另一個去政治化過程開

始。如果說第一次去政治化是遠離官方政宣，這個第二次去政治化則既遠離

明確的官方立場，也遠離明確的獨立立場，曖昧性是它的基本特徵。從1990年 

代末到當下，中國紀錄片進入到多樣化發展的階段。在多個發展脈絡中，具

有高度政治訴求的「立場紀錄片」（committed documentary）尤其引人注目。在

筆者看來，我們可以將這一潮流視作對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那一次再政

治化的復興。

為了更直觀地描述這一運動，呈現其與「新紀錄運動」理論的不同，我們

可以借助於以下表格進行粗略的說明：

表2　「新紀錄運動」理論與本文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分段對比

時間線 「新紀錄運動」理論 替代性思路

1949至1980年
專
題
片
階
段

官方政治宣教

第一階段：
官方政治宣教

1980年至1980年
代中後期

第二階段：
遠離傳統官方話語的去政治化

1980年代中後期至
1990年代初

第三階段：
朝向獨立立場的再政治化

新
紀
錄
運
動

第一階段（1990至
1995年）：
朝向獨立立場的政
治化

1990年代初至
1990年代末

第四階段：
既遠離傳統官方立場，又遠離
獨立立場的去政治化

第二階段（1995年至
當下）：
去政治化

1990年代末至當下 第五階段：
朝向獨立立場的再政治化

資料來源：筆者分析整理。

這個表格是從政治角度出發，對兩種不同版本的歷史描述進行對比。除此之

外，我們還可以再繪製一張表格，就是從美學角度出發，將「新紀錄運動」與

本文所主張的替代性解釋進行另外一個方面的直觀對比。限於篇幅，這裏只

能從略。

如果本文對「新紀錄運動」理論的分析基本正確，如果該理論是如此不禁

推敲，那麼在過去近二十年中，它又何以產生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呢？這是

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從具體構成來說，「新紀錄運動」理論的內部既包含了

歷史，又包含了理論，同時也包含了部分的批評。作為一種歷史描述，「新紀

錄運動」理論固然是錯誤的，但這個「運動」的概念卻非常有效地讓1990年代

一批導演和他們的作品進入人們的視野。無論對導演本人，對評論家、研究

者，還是對更廣泛的社會大眾，「運動」這個概念讓他們對這一時期的紀錄片

實踐有了更大的想像空間，同時在精神上、情感上也帶來了巨大的鼓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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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後，西方學界關注中國紀錄片的學者顯著增多，並在過去十多年間貢

獻出一批論文、專著。這一現象的出現，與「運動」這個概念本身的政治吸引

力有相當大的關聯。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指出的，支撐這一歷史描述的是一種獨特的理論範

式——「意識形態決定論」。拋開其極端的、過度發揮的部分，只看其對紀錄

片表達中的政治維度的闡釋和強調，應當承認其中也有合理的部分。尤其在

中國特定的歷史語境中，這種強調甚至是相當必要的。呂新雨重視紀錄片的

使命，強調「紀錄片是我們介入社會現實的方式，是民主，也是政治」hq。 

這種言辭背後，隱藏的應該是她希望以紀錄片方式改變中國社會現實的渴望。 

這些論述讓更多中國的創作者、研究者更清晰地看到了紀錄片表達中可能承

載的政治訴求，從這個角度說，這是呂新雨對中國紀錄片理論研究所做出的

卓越貢獻。2000年後一批政治色彩鮮明的紀錄片的迅速崛起，相當程度印證

了其理論在這個方向的正確性hr。雖然作為一種歷史書寫，這一理論是徹底

地失敗了，但如果我們將其視作一種歷史預言，它卻是非常成功的。

「新紀錄運動」理論所出現的這些問題、錯誤，在其他學科領域似乎也不

鮮見。就文學史研究而言，理論家唐弢曾做過一個著名的論斷，即「當代文學

不宜寫史」。由於「嚴格說來，歷史是事物的發展過程，現狀只有經過時間的

推移才能轉化為穩定的歷史」，而正在發生或剛剛發生的事件距離寫作當下不

具備時間距離，對研究者來說，很多事情一時還看不清楚；同時，由於沒有

足夠的時間間隔，研究者個人的心理、情感也更有可能被捲入正在發展的事

件、潮流之中，不能自拔，最終導致判斷的失誤hs。這些提醒當然有其道理， 

但呂新雨在對中國當代紀錄片進行考察時的努力方向卻與此論斷恰好相反，

她是自覺地、有意識地將自己的思想、情感介入到她所理解的「新紀錄運動」

中來，為其搖旗吶喊。在《紀錄中國》的〈後記〉中，這一點得到了清晰印證：

「我對紀錄片的理解、我自身的立場和情感投入，這三者對於我的研究來說都

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彼此纏繞的。」她甚至毫不掩飾地說：「我相信我的研究

軌迹本身也是屬這個運動的。」ht這樣的宣言似乎表明，從一開始這一理論的

取向就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與學術工作本應恪守的徵實求是的原則並不一

定完全契合。

當然，從根本上說，任何知識的生產和知識秩序的建立都一定是歷史性

的，都一定會受到社會權力、個人動機等因素的制約和干擾，完全排除研究者 

的個人立場和主觀傾向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然而，努力恪守學術研究的基

本原則和致力於維護或宣揚某一特定的意識形態雖不可能完全分開，但卻始

終還是有所區別的兩件事。如果研究者由於歷史原因，或者單純出於內心的

急切，忽略甚至放棄了前者，他們所建立的理論就更容易脫離研究者的本意， 

走向歧途，甚至導致美國學者格里（Patrick Geary）所說的「災難性後果」ik。

就「新紀錄運動」理論而言，其對中國紀錄片研究與創作產生的消極影響

實際早已出現。毫不誇張地說，近些年來我們在國內外看到的有關中國紀錄

片愈來愈多的錯誤闡述，多數時候都要追溯到「新紀錄運動」理論。而且隨着

時間的推移，這種負面影響顯然是愈來愈嚴重。對這段歷史的親歷者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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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取捨，但對那些歷史的後來者、跨越學科領域討論中國紀錄片的學者，

或者西方的中國紀錄片研究者來說，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他們中間的很多

人就只能通過前人的記述，來接觸和了解這段歷史。如果此時仍不加辨析，

這一理論只能更加貽誤後人。

此外，「新紀錄運動」理論在有意無意間將1990年代一批社會政治訴求不

高的作品人為地提升到了一個不適當的位置，同時又忽視、貶低了新世紀以

來出現的真正具有明確社會政治訴求的作品，且以「去政治化」來概括這一階

段紀錄片創作的總體特徵，這種處理不免讓人們對如何在理論層面理解、判

定紀錄片的政治性產生某種困惑。更為糟糕的是，它也必然對近年來中國紀

錄片在這一方向的實踐造成不必要的傷害。這樣一種後果恐怕已經和呂新雨

當年進行相關理論闡述時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不斷延展的歷史進程就像一支在山谷中行進的隊伍，作為歷史觀察者的

我們也同樣處身其中，並與隊伍一道，迂迴曲折，迤邐前行。行至不同位置， 

我們回看歷史的方位、角度都有不同，做出的判斷也可能迥然有異。或許正

因如此，才有學者稱歷史注定就是「一場永無休止的辯論」il。辯論帶來的後

果可能是對既有理論的局部修正，也可能是對其完全的顛覆，這是任何歷史

書寫都必然面對的宿命。「新紀錄運動」理論如此，本文提出的替代性方案也

一樣。但成為他人反駁、批判的靶子，有時候卻恰恰意味着批評者對該理論

所蘊含價值的一種最好的承認——作為被批駁的對象，它能夠以一種辯證的

方式豐富我們對問題的理解，讓那些距離我們愈來愈遠的歷史，有機會變得

愈來愈真切。這是筆者在很久以前決定寫作本文時就抱有的一個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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